
 

 

城市化与宅基地扩张
−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张    宽1，2，张    霄1，2，许    庆1，2

（1. 上海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 城乡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城市化下宅基地治理的一大困境在于农户宅基地面积持续扩张使得“一户多宅、面积

超标”问题比较突出，探索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对当下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振兴和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土地征收的角度入手，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以土地征收为特点的城市化使得城郊土地发生增值，农户和政府参与到土

地收益权分配的博弈中，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农户将扩大宅基地的面积。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激励

和制度空间对农户行为起到调节作用，在土地升值空间更大、农户社会网络更强时，城市化对农户

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在面临同样的激励时会收紧宅基地管理政策，

压缩农户行为的制度空间，削弱城市化对农户扩张宅基地的影响。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解释了城市化

下宅基地面积持续扩张的现象，为探索更加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解决宅基地治理困境提供了经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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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1998 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以来，“一户一宅、面积限制”成为宅基地分配和使用的最基

本规则，为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曲颂等，2022）。然而，进入

21 世纪，伴随城市化快速推进，农户宅基地面积持续扩张，这使得“一户多宅，面积超标”问题

比较突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自 2000年起快速上升，截至 2019年已达到约 32 903万亩，二十

多年间增长了约 5 194万亩。①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农村宅基地节地政策研究报告》的标准，农村

宅基地面积约占农民居民点用地的 55%至 70%，宅基地面积二十年间大约增长 2 857至 3 636万
亩。另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2018 年的调研数据，在农户样本中，“一户多宅”的农户占比达到

14.26%；在行政村样本中，户均宅基地面积小于 0.35亩的村庄仅占 31.78%（张清勇等，2021）。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也表明，全国拥有 2处及以上住房的农户占比为 13%。以“一户一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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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限制”为核心内容的宅基地分配制度受到了挑战（于霄，2020），现实中“一户多宅”“少批多

占”“房地不一致”等现象经常发生，这使得宅基地治理有较大的困难（孙晓勇，2023）。在这一

背景之下，探索这一困境的生成逻辑不仅有助于宅基地的有效治理，而且对进一步深化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城市化冲击之下农户宅基地面积不减反增和持续扩张？本文认为，在政府推进城市

化的过程中，城市地理边界和集聚经济的影响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城市边缘的土地具备增值空

间，农户由此形成土地增值的预期，为了与政府共享增值收益而增加宅基地面积。为验证这一

假说，本文采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简称

CRHPS）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

政府的征地行为对宅基地面积扩张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出现宅基地“越征越多”的现象。机制

分析表明，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地征收市场上的土地溢价空间对农户行为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

用，这是由于更大的土地升值空间增强了农户扩大宅基地使用面积的激励。由于土地征收市场

不完善，农户在其社会网络中所处地位也体现出正向的调节效应，农户地位越高，所能利用的社

会关系越广泛，在面临城市化冲击时宅基地扩张幅度越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宅基地

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城市治理水平较高、以耕地保护为目标的地区，农户行为受正式制度的

约束更大，从而削弱了基准回归中城市化对宅基地面积扩张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解决

宅基地治理困境、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需要因地制宜，以正式制度界定土地收益权，压缩农

户扩张宅基地的制度空间，减弱社会网络对农户行为的促进作用，促使城市化产生的土地增值

在政府和农户之间合理分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从城市化的角度识别了宅基地治理困境的生成

逻辑，从城乡互动、政府与农户互动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二，分别从经济激励和制度空间两个角

度探讨了城市化影响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的调节效应，拓展了宅基地与城市化研究思路，丰富

了宅基地领域的研究。第三，从城乡互动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宅基地治理困境的政策思路。从农

户的角度看，宅基地面积扩张受到经济激励和制度空间的共同作用，因此，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

激励的差异，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同时，通过更加细致的正式制度和更少的具体行政行为压缩

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的制度空间，实现宅基地有效治理。

文章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作

用机制，论述了城市化、土地征收与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构建出城市化背

景下的农户行为框架；第四部分介绍了用以检验前述假设的实证模型，并对变量设置和数据来

源进行说明；第五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在宅基地改革逐步推进的背景下，近年来大量文献讨论了宅基地治理的问题，大致可分为

以下四类：第一，宅基地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设计（高圣平，2019；夏沁，2023）；第二，宅基地盘活

利用的途径及现状探讨（杜宇能等，2024）；第三，农户闲置宅基地盘活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影响

宅基地退出的因素；第四，农户多占宅基地的原因与动机。前两类文献主要从宏观层面入手，研

究了宅基地治理的制度背景和改革方向，后两类文献多聚焦于微观层面，将农户对宅基地的处

置看作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理性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宅基地盘活的因素包括外部的制度因素

（郭君平等，2020；陈昌玲等，2023；高原等，2023）、社会因素（孙鹏飞等，2019；邹秀清等，2020）、

经济因素（潘扬彬等，2023）、家庭因素（郭贯成和陈盈蒙，2022；郭昱和顾海英，2023）以及影响

  2024 年第 8 期

•  110  •



宅基地盘活的内部心理因素，例如风险感知、产权认知等（彭长生，2013；孙鹏飞等，2019）。

前三类文献主要在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展开，因此更加关注宅基地退出、流转以及未

来的制度安排等问题。然而，对原因和现状的研究同样重要，第四类文献关注到了这一问题，这

些学者认为经济激励与法律约束是农户愿意多占宅基地的原因（郭恩泽等，2022）。经济激励是

促使农户多占宅基地的重要因素。田传浩和彭信添（2021）认为，农房市场的发展会促使农户扩

大占地。尤其在法律约束不严的情况下，农户出租、出售宅基地利益越大，越容易导致农民违法

占用宅基地。与承包地相比，宅基地“三权分置”体系尚未形成，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并未完

全分离，难以对宅基地和房屋的交易行为进行有效规范（高圣平，2019；夏沁，2023）。同时，由于

“户”的界定难以在长期保持稳定，分户、赠与、人地矛盾等都可能加剧“一户多宅”现象（曲颂

等，2022）。“一户一宅”标准在执行时也缺乏责任制度的保障（陈小君，2012），进而造成“一户

多宅”以及宅基地在农村内部分配不公等现象（刘守英，2017）。

当前的研究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但较少有文献将农户行为置于政府和农户互动的框

架之下，同时也未能在微观决策的视角下突出农户的作用。本文认为，一方面，在分析中应突出

政府治理与农户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土地征收是关键。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界定存在不完全

性，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部分产权落入“公共领域”，政府和农户在竞争这部分产权的过程中将

产生“租值耗散”，宅基地面积扩张、小产权房等问题就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李宁等，2014）。另

一方面，农户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也应当在其微观决策框架下，分别从经济激励和制度空间的角

度进行分析。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征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政府主导，土地征收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城市化的关键。从静态

来看，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是衡量城市化的两个维度，土地城市化本就具有土地征收的含

义，人口城市化也与土地征收紧密相关：第一，人口城市化是土地征收的源动力之一，人口集聚

将产生拥挤，地方政府便会进行土地征收和城市扩张。第二，政府为了增强城市的集聚效应也

会主动通过土地征收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和土地投资，进而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流入

（Liu和 Long，2016），提升人口城市化水平。从动态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处于循环模式之中。首

先，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并凭借城市增长预期和政府信用出让土地，

获得大量非税收入，为城市建设融资；其次，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土地或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提高

土地生产率和抬升土地价格，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预期和巩固政府的信用（Huang 和 Chan，

2018；Fan等，2020），进而继续征收和出让土地。因此，政府主导的土地征收是城市化进程的关

键，也是启动该模式的最重要一步。

（二）土地征收与收益权的分配

土地在征收过程中将产生两类变化：其一，土地权属变更，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

地；其二，土地价值增值，原本不可交易的农地和宅基地转变为可交易的建设用地，其价值自然

会提升。在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规范缺位的情况下，产权关系和经济价值的变更将引起各个主

体以博弈、谈判等非市场手段实现相关收益权的再分配。宅基地面积的扩张就是农户为应对这

一变化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1. 参与分配的主体。土地在征收前后，用途转换所产生溢价的归属权并未得到清晰界定，

这将引起多方博弈。在土地用途转换时，假设企业希望使用一块宅基地作为商服用地，至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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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历土地征收、开发、出让三个环节，相关产权也需要从农户转移至政府，再转移至企业，而

土地的收益权也在农户、政府、企业三者之间分配。①

2. 土地征收过程中收益权的分配方式。对于被征收和预期被征收的土地来说，由于土地权

利的归属界定不清，收益在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分配也不存在严格的份额界定，各方所得收益权

大小取决于博弈结果（赵德余，2009；姚妤婷，2022）。被征收的农村土地以农用地和宅基地为

主，出于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征收农用地需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具农用地转用审批手

续，征收永久基本农田甚至需要国务院审批。②因此，宅基地因其建设用地性质成为最受地方政

府关注的土地资源。政府凭借规划权和征收所得土地所有权，③可以直接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取

得土地出让金。集体和农户凭借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只能在土地征收市场或土地二级市场上

与政府分享土地收益。

具体来看，农户获取收益权的方式有以下两种：其一，在土地征收市场，以征收补偿款的形

式获取部分收益权，这部分收益是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所得土地出让金的再分配。根据《土

地管理法》，宅基地征收补偿方式有重新安排宅基地、产权置换以及货币补偿等。相应的补偿基

准分为周围商品房价格和区片综合地价两种，补偿面积以被征收面积为基准。在同一个征地区

片，农户无论选择产权置换还是货币补偿，宅基地面积越大，分配份额就越大，得到的补偿款也

越多。其二，在土地二级市场，以租金形式获取部分收益权。农户通过出租宅基地上的房屋，跨

过了土地征收市场和一级市场，直接将土地投放于二级市场上，以此获取相应的收益权。同样，

农户占据的宅基地越多，出租房屋所得的租金也越多。当然，并非所有宅基地均能够出租，在城

市集聚经济的辐射范围之外，宅基地出租市场相对较小，只有受到城市化影响的地区才具有较

高的租房需求（刘守英，2017）。无论采取以上哪种方式，农户占有的宅基地面积均是其与政府

分享收益权的关键。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1：受到以土地征收为代表的城市化影响的农户，将以扩大宅基地面积的方式参与收

益权的分配。

（三）农户参与收益权分配的经济激励

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征收土地和预期被征收土地会发生增值，这一增值由两部分构成：其

一，由于可以承载第二、第三产业和有转让价值，任何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均高于周边农村集

体土地的价值，因此任何受到城市化影响的集体土地均会发生增值。其二，由于不同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不同，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也相差较大，因此农户的土地在受到城市化影响之后，增值

空间也不同。本文为了区分这两部分不同的土地增值，将第一种增值称作土地增值，将第二种

增值称为土地升值空间。

在本文构建的理论机制中，以土地征收为代表的城市化将直接导致土地增值和促进农户扩

张其宅基地面积。但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土地升值空间不同的区域来说，城市化本身对

农户行为的影响也不同：一方面，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土地在“征收市场”上的价格。具体的补偿

方案通常由市、县一级政府制定，以货币补偿和产权置换两种为主。货币补偿方法是按照周围

房屋价格或区片综合地价计算，而置换新房的价值直接反映了周围房屋价格，土地价格也是房

屋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Park，2014；Knoll等，2017）。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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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和简化分析的考虑，不考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其能够共同应对政府的行为。而在土地

征收的情况下，这一假设是合理的（陶然和苏福兵，2021）。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

 ③ 土地征收之后，所有权便归属于国家，由政府代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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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户选择哪种补偿方案，最终能够实现的收益权均以当地土地升值空间为基础，土地升值空

间越大，农户与政府的谈判空间也越大，从而城市化对农户产生的激励也越大。另一方面，通过

自行改变土地用途、出租宅基地上房屋所得的房租也与周围房价、地价正相关，土地升值空间

越大，城市化对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的激励也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2：土地升值空间越大，城市化对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的影响也越大。

（四）农户参与收益权分配的制度空间

土地公有制以及宅基地的分配方式造成正式制度在土地收益权分配过程中缺位，乡村中的

非正式制度起到补充规则的作用（Nee，1992；Peng，2004；彭玉生，2009），其成为大多数农户在决

策时所遵循的规范。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农户间存在异质性，特别是取决于农户在社会网络

中所处地位，后者反映了该农户能够多大程度上利用非正式制度，而非受制于非正式制度。正

式制度缺位与非正式制度补位为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提供了制度空间。

1. 正式制度的缺位。在相关法律体系中宅基地的所有权被“虚化”（罗必良，2011；吴郁玲

等，2022），部分落入“公共领域”（赵德余，2009），使宅基地具有“准公地”性质：一方面，集体虽

然在法律中被赋予了宅基地所有权，但难以在司法活动中作为一个法律实体主张自身的权利

（罗必良，2011），而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也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代表集体行使相关权利，因此宅基

地的部分产权将落入“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虽然立法也曾对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的行为进行

限制以免侵害集体所有权，但该制度较难执行。

2. 社会网络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在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将决定经济主体行

动的制度环境（彭玉生，2009）。其中，乡村中的社会网络是维持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因素（Nee和
Ingram，1998）。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其利用规则的能力越强，在土地征收中能够分享

的收益权也越大。在宅基地征收补偿规定中，补偿原则、基准、系数等均是由法律文件所规定

的，即通过增加补偿基准、系数来取得土地收益权的空间较小。但补偿面积只能在征收前进行

确认，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若农户在当地社会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就能够使扩张后的宅

基地面积在征收前得到行政行为的确认。

一方面，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仍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丹利和陆铭，2020），
农户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信息搜集能力和控制能力（Burt，1992），并在缺少正式制

度的情况下，为其创造了行动的空间。例如，处于社会网络中的农户不仅可以通过“礼物交换”

等互惠机制直接参与村庄治理和收益权的分配。农户可以通过“礼物流动”等方式来影响具体

行政行为和村庄决策（Kipnis，1997），间接参与收益权的分配。另一方面，土地征收市场并非完

全竞争市场，不存在完善的价格机制，需通过具体谈判达成交易，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对于谈判

的完成起到重要作用（章元和陆铭，2009）。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3：农户在社会网络中所处地位越高，农户行动的制度空间就越大，从而城市化对农户

扩张宅基地面积的影响也越大。

图 1总结了上述理论机制，反映了城市化对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的影响以及土地升值空间

和社会网络在农户决策中所起的机制作用。

（五）政府参与收益权分配：政策的区域异质性

前文是从农户视角进行分析，而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包含了隐含假设：正式制度的

缺位为农户决策提供了制度空间。在特定阶段和领域内，该假设有其合理性。不过制度条件并

非固定不变，政府也是具有目标的行为主体，农户在制度约束下进行决策，而政府可以通过出台

政策等行为对市场环境进行回应，改变制度条件。引入政府行为后，最终宅基地的面积是政府

和农户的互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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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异质性是衡量政府政策和行为差异的重要方式。“自上而下”的央地治理逻辑和“自下

而上”的区域发展逻辑共同造成了政府政策与行为的区域异质性。从“自上而下”的央地治理逻

辑来看，中央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为不同区域设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功能，从而形成了差异化

的土地管理政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尤其特殊。由于宅基地面积扩张多以侵占耕地为代

价，出于耕地保护的目的，这些区域不仅严格限制农户多占宅基地，同时也限制政府的土地征收

与开发。例如，在粮食主产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地方政府均执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魏后凯和

王业强，2012）。①从“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逻辑来看，经济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土地价格

和城市治理水平。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由于农户最终得到的补偿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

行制定，在面临土地升值的经济激励时，治理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将出台详尽的法律法规、规

范执法程序，分享处于“公共领域”的收益权，减少土地征收过程中因谈判、冲突造成的“租值耗散”。

在政府和农户的互动关系中，政府土地管理政策的区域性差异导致农户在进行决策时面临

着不同的正式制度约束和制度空间，进而影响了农户决策。一方面，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收

益越高的地区，农户越倾向于扩张宅基地以分享收益权，而政府也会通过强化土地管理限制宅

基地面积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压缩了农户的制度空间，降低了农户利用社会网

络扩张宅基地面积的可能性。因此，提出假说：

假说 4a：城市化对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因土地管理政策的不同而存在区域性差异。

假说 4b：各地政策的不同也使土地升值空间和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产生区域异质性。

四、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为估计城市化对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本文以土地征收预期作为城市化冲击的代理

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进行检验。土地征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

联立性（simultaneity）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典型的土地城市化需要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县级以上政府组织实施。因此，征地这一政策冲击在村级和户级层面均是

外生的，可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但是，土地征收不仅反映了城市化的影响，而且征收程序

本身也会改变农户决策行为。在土地征收程序开始前，往往会提前开展土地测量工作，有时甚

至会派驻工作组，此时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制度空间将被大大缩小。因此，宅基地面积扩张往往

 

收益：土地收益权

约束：制度约束

城市化 宅基地面积扩张

土地升值空间

社会网络

农
户
决
策
过
程

图 1    城市化与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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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考财政部 2003年颁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及国务院 2010年颁布的《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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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城市化预期形成、尚未实际进入土地征收程序的一段时间差内。这要求从城市化冲击中

剥离土地征收程序的干扰。因此，本文从土地征收预期的角度构造城市化冲击变量。

一方面，将暴露于征地预期中的农户作为处理组，取 Exp=1，否则作为控制组，取 Exp=0；另
一方面，政策发生之前，所有样本取 After=0，政策发生后取 After=1。其中，征地预期的发生时间

均为 2017年至 2019年这段时间内，对于 2017年及之前产生征地预期的样本，在回归中进行剔

除，同时生成交互项 After×Exp。使用的 DID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Homesteadit = α+β (A f tert ×Expi)+γXit +λt +µi+ηpt +εit （1）

λt

µi ηpt εit X

其中，下标 i、t 和 p 分别表示个体、时间和省份。Homestead 表示宅基地面积， 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表示省份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 为扰动项，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的向量。本文主要选取区县地价、区县 GDP、家庭年收入、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总资产、

农户家庭消费、家庭少儿抚养比、农户年龄、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耕地面积等作为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中，家庭结构和地方政策对宅基地存在显著影响。部分地区将家庭农业人口数

作为拆迁补偿依据之一，因此在征地的政策冲击下，家庭人口数据可能会导致偏误。为保证结

果严谨，一方面，本文将家庭少儿抚养比作为控制变量以缓解上述影响；另一方面，将家庭人均

宅基地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应分户而未分、婚姻、遗产继承等也会对宅基地面积产生影响，但

这些原因与城市化无关，不会造成估计偏误。此外，虽然控制了个体层面以及时间层面的固定

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干扰，但宅基地面积往往也与某些宏

观因素相关。最明显的干扰来自各地的耕地保护政策，在人口不断增加以及未利用地逐渐减少

的情况下，耕地保护的严格程度与宅基地面积扩张程度负相关。保护耕地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对本辖区内的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负主要责任，因此会影响辖区内土

地利用规划的制定、执行、监管等各个环节。①为控制这一因素，加入省份和时间相乘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集包括 2017年和 2019年，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使

用 CRHPS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hinese Family Database，简称 CFD）、西
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 CHFS）和“中国社区治理调查”（China Community Governance Survey, 简称 CCGS）；
第二，地价为县级层面土地出让价格，来源于自然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供地结果公示；②第

三，县级 GDP 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部分缺失值以及市辖区 GDP 数据通过各

市统计年鉴或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齐。CRHPS 数据虽为家庭和村级层面，

但保留县级行政代码，可据此与区县地价和 GDP 数据进行匹配。最后，本文进一步剔除无效、

缺失数据，从而得到本文基础回归所使用的户级平衡面板样本共 3 058户，每期 1 529户。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本文共包括三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农户宅基地总面积、宅基地人均面积

以及宅基地超标面积，单位均为平方米，回归时对宅基地面积进行对数化处理。其中，宅基地总

面积数据为调研所得，直接可由 CRHPS数据库得到。若某户拥有两处及以上的宅基地，则计算

加总的面积；宅基地人均面积为本户宅基地总面积除以家庭人口数。宅基地超标面积为宅基地

总面积减去本地宅基地面积上限标准，此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在数据处理阶段，

张    宽、张    霄、许    庆：城市化与宅基地扩张

 ① 参考 2004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以及 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

 ② 参考自然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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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剔除了部分极端异常值，对单位记录错误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并在 1% 及 99% 分位点进行

缩尾处理。

2. DID 交互项。农户在两种情况下可被认为产生了土地征收预期并受到了城市化冲击：其

一，当以成片开发建设为目的的土地征收实际发生在本村土地征收之后，本村尚未被征收的其

余农户将产生土地征收的预期，因为其有理由相信城市会进一步扩张和人口会进一步集聚，从

而可被认为受到了城市化的影响；其二，若本村土地尚未被征收，但已处在公开的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所划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时，也会促使本村农户产生强烈的预期。因此，处理组的选

取标准为存在征地预期、本户土地尚未被实际征收的情况。

由于不同的征地目的可能形成不同的预期，有些征地反映了城市化的影响，有些征地仅仅

出于偶然，这不会对农户决策产生影响。在 CRHPS 的微观数据中，为了提高调研效率、降低沟

通成本，在调研时并未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所列条款向村民询问征收的事由，而是选择更加

生活化的提问方式。根据调查问卷，村庄发生土地征收的事由包含九种：公路铁路建设、商品房

和经济适用房开发、生产性企业建设用地、机关建设用地、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本社区居民住

房建设、园区建设、土地增减挂钩以及棚户区改造。其中，公路铁路建设包括交通站点和交通沿

线，当建设交通站点时，周围土地和农户可被看作受到城市化冲击，其余情况下被征收土地受到

城市的溢出效应较小，被征地的村庄及农户也很难形成进一步征收的预期，因此，排除因公路铁

路建设而发生征收的样本。此外，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住房建设更有可能属于本地社区

的翻新，也与城市化和城市扩张的概念不一致，因这两种原因发生的征地并未受到城市化影

响。①在因其他六种事由发生征地时，若本村道路尚未普及路灯，则同样认为没有受到城市化影

响。因为未普及路灯的村庄通常是偏远地区，即使偶然发生征地，该村农户也很难产生进一步

城市化和土地征收的预期。

若将未选入处理组的样本放入控制组，反而会影响控制组，此时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划分仍

然是模糊的。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的样本中剔除了因前述事由发生征地、未被作为处理组的

样本。同时也删除了在 2017年及之前已经发生过土地征收的样本，若该村庄以往被征收过，那

么本村农户的征收预期和城市化预期可能很早就已形成。自家土地于 2017年至 2019年直接被

征收的农户样本也被剔除，因为当农户的一部分土地被征收后，其拥有的土地面积会减少，此时

即便出于预期而扩张宅基地面积，也可能被征收面积抵消，这会影响估计结果。最终生成处理

组样本 274个，取 Exp=1。

3. 县级控制变量。在县级层面，地价和区县发展程度是影响农户行为的重要变量，地价提

供了扩张宅基地的激励，区县发展程度反映了农户面临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本文以土地出让价

格作为土地价格的代理变量，该数据精确到了每一块土地的出让合同，为得到区县级别数据，需

要进行预处理。首先，为保证地价的统一性，筛选出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供地方式为“招标出

让”“拍卖出让”或“挂牌出让”，且行业分类为“房地产业”的数据。其次，根据土地出让价格、

面积以及约定容积率，计算出建筑面积每平米的地价。②最后，分别求出每个县级行政区的平均

土地出让价格。由于地价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数量级差异较大，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地价差异也较

大，在模型中对该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区县发展程度由县级行政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

基于与地价同样的原因，对原值进行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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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后文也将这两种情况作为处理组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② 计算公式为：地价（元/平方米）=该宗土地总价/（出让面积×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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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村庄及家户层面控制变量。村级控制变量主要为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调研直接得

到，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家户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元）、家庭资产（元）、家庭消费

（元）、家庭少儿抚养比、耕地面积（亩）、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其中，家庭收入、资产和消费

分别在其 1%和 99%分位点进行缩尾处理，并以对数形式加入模型。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被解释变量的差异性检验如表 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Panel A

处理组 控制组

政策前 政策后 Diff 政策前 政策后 Diff

地价 1 467.800 1 832.526 364.726 1 359.780 1 587.102 227.322

GDP 3 242 204 3 940 574 698 370 3 000 120 3 234 145 234 025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8 478.090 12 175.330 3 697.240 7 565.800 11 645.260 4 079.460

家庭收入 49 912.980 50 176.300 263.320 39 610.620 43 219.100 3 608.480

家庭资产 409 241.300 346 184.700 −63 056.600 277 470.600 315 898.100 38 427.500

家庭消费 35 707.600 49 499.230 13 791.630 32 350.920 45 321.020 12 970.100

家庭少儿抚养比 0.095 0.080 −0.015 0.103 0.085 −0.018

户主年龄 58.350 59.832 1.482 57.779 59.634 1.855

户主受教育程度 7.029 7.161 0.132 7.346 7.388 0.042

耕地面积 5.376 4.206 −1.170 7.202 7.597 0.395

变量名称
Panel B

检验类型 组别 政策前 政策后 相应统计量

宅基地总面积

平均值检验

处理组 5.0425 5.2320 2.0257**

控制组 5.5027 5.4595 −1.4782

宅基地超占面积
处理组 2.0578 2.5919 1.7764*

控制组 2.9245 2.8262 −0.9939

宅基地人均面积
处理组 3.9497 4.0832 1.3449

控制组 4.3996 4.2974 −3.1099**

　　注：平均值检验采用t检验，*、**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实证结果

（一）城市化的冲击效应

表 2报告了城市化对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冲击效应。其中，列（1）、列（2）报告了交互项 After×Exp

对农户宅基地总面积的效应。结果表明，当所在村庄受到城市化的影响时，农户产生土地征收

预期会通过扩张宅基地面积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权。当然，农户拥有的宅基地面积过多

或许是应分户而尚未分户造成的，本质上是户籍意义上与现实情况中对“户”的界定存在分歧。

因此，表 2 列（3）、列（4）报告了以人均宅基地面积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人均面积由总面积除

以家庭人数获得，其中，家庭人数与宅基地面积的口径一致，均以农户自身所认为的“户”为依

据，二者相除所得人均面积便消除了不同口径之间的差异，这能够真实反映宅基地面积扩张的

情况。对比列（1）至列（4）的结果，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从平均意义上看，受到城

市化冲击以及产生征地预期农户的宅基地总面积和人均面积扩张幅度均在 17%左右，这说明估

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张    宽、张    霄、许    庆：城市化与宅基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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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总面积 因变量：人均面积

（1） （2） （3） （4）

After×Exp
0.1763**

（0.0822）
0.1646*

（0.0848）
0.1840**

（0.0814）
0.1730**

（0.08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436 0.0472 0.0507 0.0113

N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汇报了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 DID 模型的核心假设，常用的检验方法是考察政策发生

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具有平行的变动趋势，这要求政策前至少有两期数据，本文难以满

足。借鉴蔡伟贤等（2022）的方法，可以通过构造一个不受政策影响的样本来检验平行趋势假

设。本文处理组选取标准是本村于 2017年至 2019年间发生土地征收或处在土地征收公开规划

中、本户土地并未被征收的农户，且剔除了在 2017年及之前就形成征地预期的农户。对于平行

趋势检验来说，这部分被剔除的样本恰好能够规避本次政策冲击。若处理组与控制组存在明显

差异，那么在这部分样本中也应当观察到与政策冲击相似的效应。据此，本文筛选出 2017年调

查时本村已经发生征地、本户土地并未被征收的样本，利用式（1）进行回归，考察 2019年再次受

到的城市化冲击是否产生影响。表 3 结果显示，城市化冲击对这部分农户的行为并无显著影

响，宅基地面积并未显著增加。②

  
表 3    平行趋势检验

因变量：总面积 因变量：人均面积

（1） （2） （3） （4）

After×Exp
−0.1771
（0.2288）

−0.2255
（0.1969）

−0.1841
（0.0814）

−0.2341
（0.08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2 0.0072 0.0321 0.0069 0.0164

N 716 716 716 716
 

2. 更换处理组标准。即使上文设置 DID 交互项时考虑到了各种土地征收情形，但仍可能存

在一定误差：一方面，在基准回归中，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本社区居民住房建设均未被视为受

到城市化冲击，但是村庄社区的建设或许反映了城市蔓延和人口集聚，此处将其视为城市化进

行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土地增减挂钩”未必意味着受到了城市化冲击，特别是对于拆旧区

来说，可能远离城市辐射范围。为增强稳健性，剔除“土地增减挂钩”样本进行回归。上述回归

结果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1。
3. 安慰剂检验。为说明基础回归结果并非随机因素引起的，参考 Cantoni等（2017）的方法构

造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经随机抽取得到的处理组的估计系数比较均匀地分布在 0 值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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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于篇幅，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省略，留存备索。

 ② 所有控制变量、固定效应均与表 2相同，限于篇幅，省略这些内容，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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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集中于 0 附近。在以总面积和人均面积为因变量的回归中，分别仅有 19 个和 15 个观测值的

P 值小于 0.1且系数大于表 2报告的值。因此，本文报告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不大可能是

随机因素引起的。

4. PSM-DID 检验。首先按照 1∶3 近邻匹配的方法逐年匹配，再将每期匹配后的样本合并，

使用新样本进行 DID 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冲击的效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5. 城市化冲击的影响范围。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能造成回归系数无法反

映城市化冲击的净效应。城市化的影响通常只能辐射城郊区域，因此处理组可能会集中在近郊

农村，而在远郊更多的是控制组，描述性统计中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处理前宅基地平均面积的巨

大差异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单独以近郊农村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 ArcGIS 软

件，采用“折点法”计算区县行政中心与其行政边界的平均距离，通过比较该距离与农户所在村

庄距区县行政中心的距离，可估算出村庄相对位置，并采用三种不同的标准判断是否为近郊。①

结果显示，在仅考虑城郊地区样本的情况下，城市化冲击对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的行为仍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机制分析

1. 经济激励：土地升值空间与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当土地升值空间较大时，城市化冲击

对农户的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越大。土地升值空间以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地溢价空间两种指标

来表示。以土地出让价格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分别检验高地价和低地价组别中城市化冲击的效

应。表 4列（1）、列（2）的中位数是由全国土地出让价格数据得到的，为 1 763元/平方米；列（3）、
列（4）是由全国数据与本文研究样本匹配之后得到的，为 1 011元/平方米。结果表明，在地价较

高的地区，城市化冲击对农户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 4    土地升值空间与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

（1）
高地价

（2）
低地价

（3）
高地价

（4）
低地价

（5）
高溢价空间

（6）
低溢价空间

After×Exp
0.2790*

（0.1537）
0.0575
（0.1052）

0.2125*

（0.1153）
−0.1153
（0.1377）

0.2461**

（0.1124）
−0.1255
（0.1360）

R2 0.1238 0.0554 0.0882 0.0685 0.0813 0.0797

N 698 2 360 1 518 1 540 1 546 1 512
 

土地出让价格并非农户直接收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土地溢价空间更能反映农户激励，计

算方法为：土地溢价空间=（土地出让价格−土地区片综合地价）/区片综合地价。其中，土地出让

价格为招拍挂制度下土地的最高溢价，区片综合地价则反映了征收时对土地本身的补偿价格，

也是农户能够明确依照法律获得的最低补偿。②两类价格的差异就是土地征收时农户所能获得

的溢价空间上限，代表了农户与政府的谈判空间。表 4 列（5）、列（6）报告了以溢价空间中位数

为分组依据的回归结果。在高溢价空间的组别中，城市化冲击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而低溢价空

间组别中该系数符号为负，也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组间差异检验表明列（5）、列（6）的系数

存在显著差异，再次验证了假说 2。
2. 制度空间：社会网络与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受到城市化冲击的农户产生了土地征收预

期，其与政府进入同一个土地征收市场。在市场中，农户的目标函数是获得土地收益权。由于土

张    宽、张    霄、许    庆：城市化与宅基地扩张

 ① 标准 1为当村庄到区县行政中心的距离小于区县行政中心到其行政边界的平均距离时，将该村庄识别为近郊；标准 2为当平均距离的

三分之二时，将该村庄识别为近郊；标准 3为当平均距离的二分之一时，将该村庄识别为近郊。

 ② 该数据来源为自然资源部全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信息公开系统，由各地区主动上报备案汇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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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收市场、宅基地管理的正式制度均不完善，限制农户行为的是非正式制度，即农户在社会

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决策的制度空间。在社会网络中地位较高的农户具备控制能力和信息能

力（Burt，1992），从而能够利用非正式制度达到扩张宅基地面积的目的。

礼金是许多文献中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的常见指标（章元和陆铭，2009）。阎云翔（2017）在田

野调查中发现，在社会网络中拥有较高地位和声望的人通常会收到更多的礼物，而不必回赠同

等价值的礼物。因此，本文采用礼金收入与礼金支出之比作为农户在社会网络中所处地位的代

理变量。①礼金收入相对更高的农户，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也相对更高，因为其掌握了更多交

换的资源（阎云翔，2017）。由于礼金收入与支出之比为连续变量，此处采用交互项检验其调节

效应，模型如式（2）所示：

Homesteadit = α+ ξ (A f tert ×Reqi×Networkit)+γZit +λt +µi+ηpt +εit （2）

ξ Z其中， 为主要关注的系数， 代表除调节效应交互项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和 DID 的交互项。

表 5汇报了回归结果。列（1）包含了礼金收入为零的样本，由于多数农户并未在样本期间内收到

礼金，直接加入计量模型可能使结果有偏误，因此列（2）报告了剔除礼金收入为零的样本，结果

仍是显著性的。收入大于支出可以说明该农户可能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支出大于收入并不

一定意味着农户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也可能表明该农户较为慷慨。因此，为增强结果的稳健

性，单独筛选出收入大于支出的家户样本，列（3）报告了回归结果，交互项仍在 5% 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此结果验证了假说 3，即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具有正向

影响，农户地位越高，在土地征收市场所受约束越小，从而更有能力扩张宅基地面积。
 
 

表 5    社会网络与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

（1）
包含零值

（2）
不含零值

（3）
收入>支出

After×Exp×Network
0.2733**

（0.1046）
0.3849*

（0.2039）

After×Exp
−0.1985
（0.1772）

−0.2915
（0.3389）

0.7783**

（0.3069）
R2 0.0878 0.1399 0.5375

N 1902 1 032 476
 

（四）政府行为分析：政策的区域异质性②

1. 总体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根据“自上而下”的

央地治理逻辑，粮食主产区和耕地保护是由中央传导至地方的重要政策。因此，有两类分组标

准：其一，根据粮食主产区将总样本划分为两组；其二，根据是否以当地人均耕地面积为标准划

定宅基地面积上限，也可将总样本分为两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非东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和不

以人均耕地面积为宅基地面积上限的地区中，城市化对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其他地区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

2. 调节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将调节机制按上文分组标准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虽然东

部地区的土地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但宅基地管理制度得农户无法以扩张宅基地面积的方式获

得这部分收益权。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土地升值空间和社会网络正向调节了城市

化对农户宅基地面积的扩张作用。基于粮食主产区和宅基地上限标准的分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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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礼金收入不包含从父母、公婆或岳父母处获得的收入，礼金支出也参照这个原则。

 ② 限于篇幅，下文的回归结果省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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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使用农户宅基地超标面积以及人均超标面积作为因变量考察这一效应。①为增强结

果稳健性，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 Tobit模型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城市化冲击对农户超

标占据宅基地的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农户超标占有宅基地造成了宅基地治理困境。本文研究发

现，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是为了与政府分享土地收益权。在城市化进程中，集聚效应会促使土

地增值，同时产生一定范围的溢出效应。而城郊土地因被征收，其收益权将在政府和农户之间

分配。实证结果表明，征地的政策冲击促使农户扩张宅基地面积。机制分析表明：第一，当土地

升值空间越大时，城市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越大；第二，当农户在所处社会网络中的地位更高

时，城市化对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经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宅

基地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城市治理水平较高、存在耕地保护政绩目标的地区，对土地管理更

加严格，制度空间被压缩，农户行为受正式制度的约束更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解决宅基地治理困境、农村“一户多宅”和超标超限占据宅基地的

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压缩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制度空间。首先，正式制度缺位、土地

收益权分配不清是宅基地面积扩张的重要原因。解决宅基地治理困境，应进一步强化集体的宅

基地所有权，界定相关权属的权能与边界，使之脱离“准公地”的状态，令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土

地增值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农村内部得到公平分配。其次，减少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的具体

行政行为，降低社会网络在农户行为中的作用。即使在土地收益权分配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只

要宅基地征收中存在具体行政行为，部分农户可能利用其社会网络超标占据宅基地。应不断细

化相关规定，并通过法律或一般行政行为来处理土地征收过程中相关问题，这就能从根本上限

制宅基地面积不断扩张的现象。另一方面，应该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区域。城市化对宅基地面积

扩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以耕地保护为目标的地区已经具备较为严格的

土地管理政策，城市化对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影响较弱。因此，宅基地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中部、西

部地区和对耕地保护重视程度较低的地区，这样的改革策略也能够节省执行成本，提高政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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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Rural Homestead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RH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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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nstitute for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A major dilemma in homestead governance under urbanization is the continual expansion of
homestead areas and the frequently emerging problem of “one household having multiple homesteads and ex-
ceeding the standard area”. Clarifying the logic of this dilemma will help improve 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rural vit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tiliz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 (CRHPS) to ex-
plain this dilemma from a land expropriation perspectiv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urbanization-induced land ex-
propriation results in appreciation of suburban land, both households and the government engage in the distri-
bution of land income rights in a non-market way, and in pursuit of higher returns, households expand their
homestead areas. Mechanism testing indicates that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al vacuum play a regu-
latory role in affecting household behavior. When land appreciation is greater and there are stronger social net-
works among household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rural homestead areas becomes more
pronounce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stricter homestead policies will compress the institutional va-
cuum for household behavior and mitigate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homestead expansio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It shows that homestead governanc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n issue purely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ut rather a refle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as well a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2)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rural homestead areas from two angles: economic in-
centives and institutional vacuum. (3) It proposes policy approaches to address the dilemma in homestead gov-
ernance. Subsequent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two aspects: recognizing regional variations in economic incent-
ives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refining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minimizing specific administrat-
ive actions, so as to compress the institutional vacuum for farmers to expand homestead area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dilemma in homestead governance；  land expropriation；  expansion of

homestead areas （责任编辑　顾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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